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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遗址位于江西省上高县南部的蒙山

乡，距今上高县城约13千米，是一处宋元时期
重要的银铅生产遗址。南宋时此地即有银铅
矿开采与冶炼活动，《江西通志》记“瑞州府上
高县蒙山，在县南三十五里，有银铅坑冶。宋
庆元六年（1200年）置银场于此。名其山曰多
宝峰”[1]。根据古代矿洞外题刻显示，蒙山银矿
于宝祐三年（1255年）第一次封闭，共计开采
55年[2]。文献记载显示，这一阶段采冶管理模
式为官督民办，得银以二八抽分 [3]。元代是蒙
山银矿生产的高峰期，《新元史·食货志》记
“瑞州蒙山场，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拨粮
一万二千五百石，办银五百锭，后拨至四万

石。……延祐七年（1320年），依原定粮价折收
原银七百锭，解提举司收纳”[4]。蒙山银场生产
在元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衰落，泰定二年

（1325年）蒙山提举司被罢，蒙山银场改归瑞
州路统管，并于至正十年（1350年）因矿洞坍
塌而再度封闭[5]。明代以后，仍有少量有关尝

试恢复蒙山银矿的记载，但试炼结果均显示

蒙山银矿已经枯竭，再无开采价值。1977年吉
林农安出土两枚年代为分别为元统三年

（1335年）和至正十年（1350年）的元代银锭，
其上刻文显示两枚银锭均系“蒙山银课”，为
瑞州路总管府提调官办理，并详细记录了银

场库官、库子、炉户及销银匠的姓名[6]。两枚银
锭不仅为蒙山遗址元代的白银生产提供了实

物证据，也显示了银场内部的层级管理体系。
蒙山银场规模化白银生产始自南宋时

期，在元代早中期达到高峰，中央曾专设提举

司督办银课，并划拨了专门的工本与冶户。蒙
山银场高峰期银课约七百锭，按照两枚发现

银锭实物的重量计算（约1.9千克），年银课总
量约1330千克，为同时代之最。对于这样一处
宋元时期重要的银铅矿场，学者已从文献出

发对其起止年代、生产规模、管理方式等进行
过梳理[7]。然而截至目前，尚少有学者从冶金
技术的角度对该遗址进行研究。根据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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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蒙山遗址卫星地图

采矿区位于银洞坡-松树山区域，冶炼区位于其西北方。四个主要炉渣堆积中鉴里、火烧山下和东
风桥位于冶炼区东部，相互间距离不超过1千米。东湖炉渣堆积位于冶炼区西部，紧邻现代水库。

有的文献记载和冶金考古研究成果，中国古

代主要使用火法冶炼含银硫化铅矿石，利用

铅对银的亲和性将矿石中的银首先提取进入

粗铅中，之后再通过灰吹法分离银铅 [8]。火法
炼铅工艺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为直接熔炼
法（roasting-reduction），首先通过焙烧使部分
硫化铅矿石氧化，之后利用氧化铅与硫化铅

直接反应得到金属铅。第二种为烧结—还原
熔炼法（roasting-smelting）。首先通过焙烧使
铅矿石脱硫，再通过还原冶炼脱硫的矿石得

到金属铅。最后一种方法称为铁还原沉淀熔
炼法（iron reduction process），利用铁的强亲
硫性将金属铅从其硫化物中置换出来。文献资
料中并未记载古代蒙山银场具体使用了何种

冶炼技术，因此本文将从考古调查和冶炼遗

物科技分析出发，考察该遗址银铅冶炼工艺。

一、遗址调查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考古和地质工作

者已对蒙山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大

量古矿洞和多处大型古代冶炼炉渣堆积[9]。江
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高县博物馆与北京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于2011~2014年间共同对蒙山
遗址的古代采矿遗迹及几处炉渣堆积进行了

调查。结果显示，古代采矿洞主要位于蒙山西
南部的银洞山—松树山区域。此区域主要为
热液型矿床，主要矿物为含银铅锌矿，脉石以

方解石为主[10]。南延宗等于四十年代调查蒙山
矿区时曾深入五处古矿洞进行调查，发现除

方解石及少量铅锌矿外，矿洞中还残存有软

锰矿（MnO2），菱铁矿（FeCO3）及褐铁矿（FeO
（OH）·nH2O）等[11]。赣西地质大队曾对36件该
区域的铅锌矿石样品进行化学分析，结果显示

其平均Ag含量为24ppm，平均Pb/Ag比为136[12]。
矿石银含量低于现代工业开采品味（80ppm），
推测历时数百年的古代开采已经耗尽了当地

含银较高的富矿。然而，考虑此地矿石样品的
Pb/Ag比远低于其他多处古代矿山的银铅矿
石[13]，推测该地区方铅矿中Ag相对富集，当古
代高品位方铅矿较为充足时，应可被人类利

用冶炼提取白银。
采矿区西北部为遗址的冶炼区，有多处

大型古代冶炼炉渣堆积。本次对鉴里、东风
桥、火烧山及东湖四处炉渣堆积进行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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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其中鉴里、东风桥、火烧山位于冶炼区
的东部。东风桥炉渣堆积位于最北侧，距离采
矿区直线距离约2千米。由于开挖泄洪渠，此
堆积破坏较为严重，目前在泄洪渠两侧地表

仍可见大量炉渣分布在一长约90米宽约40米
的狭长地带，堆积厚度不明，炉渣总体较为破

碎。火烧山下炉渣位于东风桥堆积东南侧，被
原林场内所修建的房屋破坏，目前仅残余一

长60米、宽20~40米的不规则区域。炉渣残块
破碎严重。鉴里炉渣堆积位于火烧山南侧，是
东区炉渣堆积中体量最大者，目前仍能观察

到一高出地面9~20米的炉渣山。整个堆积长
约170米、宽112米，总重量约50万吨左右。堆
积中所见炉渣残块体量较大者直径约50厘
米、厚8~9厘米，单块重量超过50千克。据当地
村民反映，上世纪50年代此堆积的炉渣曾被
用于修建公路地基，堆积厚度减少约1/3。
东湖炉渣堆积位于冶炼区西部，距离采

矿区约2.5千米。此处炉渣主要沿现代水库区
域分布，大量炉渣位于水库水位线以下，炉渣

总量难以估测。目前露出水面的主要有四处
地点，其中第四地点规模较大，面积约5000平
米，可见大量直径超过50厘米、厚度约12~15
厘米的大型渣块，单块重量可超过50千克。
四处堆积所见炉渣致密，表面具有明显

流动痕迹，单块炉渣体量较大，主要为竖炉排

渣，炉渣流动性好，技术较为成熟。炉渣断茬
处不见任何夹杂物，炉渣非玻璃态，基本无磁

性。东风桥、火烧山以及鉴里炉渣均为黑褐

色，有时其表面可见铁锈附着。东湖炉渣则多
呈灰白色。进一步剖面观察显示东湖炉渣灰
白色区域主要集中于表层，内部仍呈黑褐色。
东湖炉渣堆积主要集中于现代水库边缘，水

库水位较高时炉渣堆积会整体没入水库以

内，由于受到水的长期淋滤，可能导致表层部

分元素流失。
除炉渣外，几处堆积中还发现大量炉壁

残块，其内侧烧流呈玻璃态，外侧烧结程度较

低，仍呈红褐色。东风桥及东湖两处堆积还出
少量陶质棒状器物，其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

松易断裂，功能不明。本次及以往的多次考古
调查均在四处炉渣堆积中发现少量瓷器残

片，年代包含宋、元、明三代，鉴里炉渣堆积中
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布纹板瓦。考虑到文献
记载南宋至元时期为蒙山遗址的规模化生产

期，如此大体量的炉渣堆积很可能在这一时

间段内产生。但依调查资料很难判断几处炉
渣堆积形成的先后顺序。

二、冶炼炉渣分析

本研究选取35件随机取得的古代炉渣样
品进行分析。其中15件来自鉴里炉渣堆积，10
件来自东风桥炉渣堆积，10件来自东湖炉渣
堆积。利用Leica DM4000光学显微镜和日本
电子JEOL Superprobe JXA8600电子探针配备
Oxford Instruments INCA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能谱仪对这些样品进行显微结
构和平均成分分析，并对重点物相进行微区

图二 蒙山遗址鉴里及东湖冶炼炉渣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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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蒙山遗址所见古代冶金生产遗物

成分检测。为了数据的准确性，在分析西区东
湖堆积炉渣时避开炉渣遭到侵蚀的表层，只

针对其内部未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检测。
炉渣平均成分见表一，大部分样品均为

Fe-Si-Ca系炉渣，并含有较大量的MnO（平
均 13.4 wt%）和少量ZnO（3.2 wt%），仅西区
东湖炉渣MSS-DH9成分较为异常，其CaO含
量超过40 wt%而FeO含量只有4.6 wt%。根据
前述地质调查结果，MnO和CaO均为蒙山银铅
矿脉石的主要成分，在冶炼过程中大部分进

入炉渣。部分样品中含有少量F，且在其炉渣
基质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CaF2晶体，可能说

明该遗址所用矿石的脉石中可能含有少量萤

石。35个炉渣样品的平均PbO含量为1.7 wt%，
大部分样品PbO含量在1 wt%~2 wt%之间，显
示这些炉渣应与炼铅活动有关。显微分析显
示，两区域炉渣中均含有大量铁橄榄石

（Fe2SiO4）与锰橄榄石（Mn2SiO4）的固溶体及少

量铁尖晶石（FeAl2O4）晶体，铅颗粒发现较少。
根据不同氧化物在炉渣熔融过程中行为的

差异将炉渣主要成分归入SiO2（SiO2+Al2O3），

CaO（CaO），FeO（FeO+MnO+ZnO）三组分后重
新归一化绘入CaO-FeO-SiO2三元相图中（图

四）。结果显示蒙山炉渣的软熔温度基本在
1000℃~1150℃之间，考虑到未纳入考察的

K2O，PbO等氧化物均具有较强助熔效果，因此
估测蒙山遗址银铅冶炼的操作温度不会明显

高于1200℃。古代工匠在渣型选择方面较为
合理，且工艺技术稳定，渣型未见明显变化。
尽管三元相图所显示的软熔温度近似，

蒙山几处堆积地点炉渣的化学成分却存在显著

差异（图五）。鉴里与东风桥炉渣FeO和ZnO含
量的平均值分别为35.5 wt%和3.8 wt%，而东湖
炉渣此两种氧化物的平均含量仅为21.5 wt%
和1.2 wt%。东湖炉渣MgO，Al2O3和K2O含量的
平均值分别为2.3 wt%，4.4 wt%和3.0 wt%，而
鉴里与东风桥炉渣仅为1.3 wt%，2.8 wt%和0.7
wt%。鉴里与东风桥大部分炉渣样品的SO3含量

在1.5 wt%以上，平均值为2.5 wt%。东湖炉渣
SO3含量最高者仅有0.7 wt%，且大部分样品的
SO3含量低于扫描电镜能谱检出限。
显微观察显示鉴里与东风桥炉渣中含铅

硫化物夹杂较多，为炉渣中Pb、S、Zn的主要载
体，而炉渣玻璃基质基本不含Pb（平均1.3
wt%）。对32个直径较大的硫化物夹杂进行微
区面分析，结果显示其Pb、Fe、Zn平均含量分
别为17.2 wt%、33.7 wt%和11.4 wt%，光镜下
可观察到硫化亚铁（FeS）、硫化铅（PbS），硫化
锌（ZnS）三个主要物相。除此以外，许多硫化
物颗粒中观察到大量弥散分布的氧化铁。根

104



表一 蒙山遗址银铅冶炼炉渣平均成分表

表中数据均为质量百分比，当所检测元素低于仪器检出限（约 0.1 wt%）时以 bdl表示。

编号 区域 取样地点 F MgO Al2O3 SiO2 P2O5 SO3 K2O CaO MnO FeO ZnO PbO Ag
MSS- 1 东区 鉴里 bdl 1.1 3.4 31.2 0.2 1.5 0.6 10.3 9.3 38.1 2.7 1.6 bdl
MSS- 2 东区 鉴里 bdl 0.7 1.6 30.3 bdl 1.7 0.1 5.1 12.9 40.8 4.7 2.2 bdl
MSS- 3 东区 鉴里 bdl 0.7 1.9 25.7 bdl 3.9 0.4 13.8 10.6 38.7 4.0 0.4 bdl
MSS- 4 东区 鉴里 0.0 0.8 2.5 28.9 bdl 3.9 0.5 12.5 11.0 35.1 3.0 1.6 bdl
MSS- 5 东区 鉴里 bdl 0.8 1.7 29.2 bdl 0.8 0.3 11.8 11.2 40.1 2.7 1.4 bdl
MSS- 6 东区 鉴里 bdl 0.8 1.4 25.7 bdl 2.6 0.2 8.5 16.5 39.5 4.2 0.6 bdl
MSS- 7 东区 鉴里 bdl 0.9 3.1 29.9 bdl 1.0 0.6 11.1 9.4 35.1 2.7 6.3 bdl
MSS- 8 东区 鉴里 bdl 0.2 1.9 26.7 bdl 0.2 0.3 11.5 13.4 40.7 4.2 1.0 bdl
MSS- 9 东区 鉴里 bdl 1.0 1.9 26.9 bdl 4.9 0.5 9.4 10.2 39.2 4.5 1.6 bdl
MSS- 10 东区 鉴里 bdl 1.3 1.6 26.5 bdl 3.0 0.2 9.4 13.9 38.7 4.6 0.7 bdl
MSS- 11 东区 鉴里 bdl 1.1 3.5 30.8 bdl 3.0 0.5 14.9 8.1 33.4 3.1 1.7 bdl
MSS- 12 东区 鉴里 bdl 0.8 3.0 29.9 bdl 2.1 0.6 10.2 13.7 34.2 2.7 2.8 bdl
MSS- 13 东区 鉴里 bdl 0.2 1.8 28.1 bdl 3.3 0.1 6.2 14.5 38.7 4.9 2.3 bdl
MSS- 14 东区 鉴里 bdl 1.1 2.2 30.8 bdl 1.9 0.7 8.9 11.9 38.3 2.7 1.5 bdl
MSS- 15 东区 鉴里 1.7 0.6 2.4 32.3 bdl 0.5 0.6 17.3 8.0 33.1 2.3 1.3 bdl

MSS- DFQ1 东区 东风桥 bdl 0.7 2.7 31.8 bdl 3.5 0.3 9.1 12.0 34.6 3.7 1.5 bdl
MSS- DFQ2 东区 东风桥 bdl 1.8 3.4 33.0 bdl 1.7 0.6 10.1 11.4 33.7 3.0 1.1 bdl
MSS- DFQ3 东区 东风桥 bdl 1.9 2.7 25.7 bdl 3.6 0.6 9.7 14.1 35.9 4.6 1.2 bdl
MSS- DFQ4 东区 东风桥 1.4 1.9 2.9 23.2 bdl 7.6 0.5 15.0 12.3 30.4 4.5 0.2 bdl
MSS- DFQ5 东区 东风桥 bdl 2.1 3.0 26.9 bdl 2.0 0.7 13.0 11.9 32.2 7.4 0.9 bdl
MSS- DFQ6 东区 东风桥 bdl 1.1 1.7 25.3 bdl 2.9 0.3 6.9 15.6 38.5 6.2 1.5 bdl
MSS- DFQ7 东区 东风桥 bdl 2.0 3.1 24.9 bdl 4.7 0.7 12.3 14.6 33.0 4.6 bdl bdl
MSS- DFQ8 东区 东风桥 bdl 3.5 2.5 28.7 bdl 2.8 0.4 18.0 11.2 29.3 2.8 0.9 bdl
MSS- DFQ9 东区 东风桥 bdl 2.5 5.9 33.6 1.1 bdl 2.9 17.4 5.3 25.6 3.1 2.6 bdl
MSS- DFQ10 东区 东风桥 bdl 1.8 3.1 26.1 bdl 2.0 0.7 10.3 15.3 36.2 3.8 0.7 bdl
MSS- DH1 西区 东湖 bdl 2.0 6.2 31.9 0.6 0.4 3.7 9.7 11.7 31.0 0.9 1.9 bdl
MSS- DH2 西区 东湖 2.2 2.1 3.5 35.3 0.7 bdl 2.1 14.5 24.4 12.4 0.8 2.1 bdl
MSS- DH3 西区 东湖 1.9 3.0 3.3 37.1 0.7 bdl 2.4 12.8 13.9 22.1 0.7 2.2 bdl
MSS- DH4 西区 东湖 bdl 3.3 4.5 35.0 1.0 bdl 3.7 12.2 16.2 21.1 1.6 1.4 bdl
MSS- DH5 西区 东湖 bdl 2.4 4.8 34.8 0.9 bdl 3.3 10.8 18.1 19.1 1.4 4.4 bdl
MSS- DH6 西区 东湖 bdl 1.7 3.8 35.0 0.4 bdl 1.5 12.9 22.0 19.1 1.1 2.5 bdl
MSS- DH7 西区 东湖 bdl 1.3 5.6 35.5 0.7 0.7 5.0 7.4 11.9 28.0 1.8 2.3 bdl
MSS- DH8 西区 东湖 0.6 2.1 3.4 33.4 0.7 bdl 2.0 13.1 25.7 16.2 0.9 1.8 bdl
MSS- DH9
MSS- DH10

西区

西区

东湖

东湖

3.5
bdl

1.9
1.8

3.5
4.3

29.3
31.6

0.3
1.0

bdl
bdl

1.6
2.6

42.0
16.8

12.7
13.7

4.6
25.5

bdl
1.8

0.6
0.7

bdl
bdl

据Fe-S-O相图可知（图六），在氧化气氛下熔
融硫化亚铁中可溶解氧，并在冷却过程中析

出FeOx。东湖炉渣中几乎不见任何硫化物，铅
主要赋存于炉渣的玻璃基质中（平均7.1
wt%，最高19 wt%）。三处堆积炉渣中都发现
了数量很少的铅金属颗粒，显示冶炼产品与

炉渣的分离程度较好。扫描电镜能谱微区分
析显示，半数铅金属颗粒中含有高于能谱检出

限的Ag（>0.1 wt%），说明冶炼产生的铅锭中
应含银，但限于所分析颗粒的数目与尺寸无

法对其具体含银量进行评估。

三、讨论

本次研究共检测蒙山遗址35件炉渣样
品，根据其平均铅含量超过1 wt%且炉渣内包
含金属铅颗粒判断这些炉渣均系铅冶炼渣。
炉渣中半数铅颗粒银含量超过0.1 wt%，显示
冶炼所得的铅中应含银。吉林农安发现两枚
蒙山银锭上所刻文字明确记载了该银场在炉

户之外还有销银匠这一工种，显示银铅分离

与制作银锭应在银场内部完成。然而目前调
查资料中并未发现与灰吹法银铅分离步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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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遗迹与遗物，因此尚无法判断银铅分离

操作的具体地点。
不同堆积地点炉渣在化学成分与微观组

织上存在显著差异，显示遗址内部可能存在

不同种类的冶炼技术。依照炉渣类型及堆积
地点地理位置可将遗址冶炼区大致分为东西

两区，东区包括鉴里、火烧山下和东风桥堆
积，而西区为东湖堆积。西区炉渣SO3含量较

图四 CaO-FeO-SiO2三元相图显示两区域炉渣
软熔温度相似，约在1000℃-1150℃之间

图五 蒙山东西区炉渣平均成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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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蒙山东区炉渣中的硫化物颗粒与金属铅颗粒

东湖1：炉渣基体主要包含铁-锰橄榄石，氧化铁晶体以及玻璃基质。东湖2：炉渣扫描电镜背散射电子照片，玻璃
基质中因富含PbO而显示较高亮度。东湖3：炉渣中包含的铅颗粒，部分颗粒夹杂有Cu及PbS。鉴里1：炉渣主要包含铁-
锰橄榄石，氧化铁晶体，铁尖晶石晶体以及大量铅冰铜颗粒。鉴里2：炉渣中的铅冰铜颗粒内包含FeS，PbS及数量较多
氧化铁晶体。东风桥1：炉渣内包含的铅颗粒及其中的PbS夹杂。

低，炉渣中只发现橄榄石、氧化铁、铅颗粒和
玻璃基质，冶炼产物应只有含银铅锭与炉渣。
东区炉渣的平均SO3含量为2.5 wt%，且炉渣
中发现大量铅冰铜颗粒，因此推测冶炼产物

中除含银铅锭外还产生了较大量的铅冰铜副

产物。根据炉渣中夹杂铅冰铜颗粒的成分推
测，此铅冰铜主要包含FeS，PbS和ZnS。
化学成分及矿物组成与西区炉渣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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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银铅冶炼炉渣还曾发现于河南新郑郑韩

故城遗址[14]，山东临淄石佛堂遗址 [15]，古希腊

时期的劳力昂（Laurion）、Siphnos[16]，捷克的Pri－
bram[17]，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Siegerland[18]，德

国海德堡的Wiesloch[19]，英国的Combe Martin，
印度的Dariba和Agucha[20]以及巴基斯坦的Nal
和Khuzdar[21]等遗址。以上所述炉渣的共同特
点为S含量很低（SO3<1.5 wt%），PbO含量波动
较大，总体低于25 wt%（图七）。根据以往研
究，这一类型的炉渣主要对应于烧结—还原
熔炼法。此法由于铅矿石在烧结过程中脱硫，
其冶炼炉渣中的硫含量较低，Zn、Fe、Mn等伴
生元素都形成氧化物进入炉渣。并且由于脱
硫与还原两步分开进行，还原熔炼中可施加

较强的还原性气氛，因而使得炉渣中PbO含量
降低。烧结—还原熔炼法是世界范围内最为
常见的古代铅冶炼方法，时至今日仍在被广

泛沿用。
化学成分与蒙山东区炉渣接近的古代炼铅

渣发现较少，目前仅见于江西上饶包家[22]，重庆

石柱[23]，山西翼城[24]，广西贺县铁屎岭[25]以及奥

地利巴德—佳斯坦地区的Angertal遗址[26]。这些
炉渣的共同特点为S含量较高（SO3>2 wt%），
且PbO含量很低（<6 wt%）。SO3-PbO散点图中
此类炉渣与前述的烧结—还原熔炼法炉渣明
显处于不同区域（图七），显示其冶炼工艺可

能不同。几处遗址中，江西上饶包家遗址冶炼
技术经过较为系统研究，且其炉渣的化学成

分与蒙山东区炉渣最为接近。包家炉渣的平
均SO3含量约为2.5 wt%，对其炉渣进行显微
分析时发现其中含有大量金属铁颗粒及FeS
含量很高的铅冰铜颗粒，因此判断其冶炼技

术为铁还原沉淀熔炼法[27]。此技术与烧结—还
原熔炼法的主要区别在于铅矿石不需要经过

焙烧脱硫，含硫矿石通过与金属铁或含铁氧

化物直接置换反应得到金属铅，其反应过程

可表示为：

PbS（Ag）+Fe=FeS+Pb（Ag） （1）
PbS（Ag）+FeO+CO=FeS+Pb（Ag）+CO2（2）
反应产生的FeS在高Fe炉渣中溶解度较

高，无法完全分离，造成炉渣中S含量较高，且
物相组成中出现大量含FeS的铅冰铜颗粒。蒙
山东区炉渣在化学成分与物相组成上符合以

上两特征，因此判断其冶炼技术可能与铁还

原沉淀熔炼法较为接近。然而所分析的25件
东区炉渣中并未见金属铁颗粒，且铅冰铜颗

粒中多见氧化铁晶体，其冶炼过程可能与反

应（2）较为接近。模拟实验研究已经证明，即
使只使用富含氧化铁的块炼铁炉渣与硫化铅

进行反应，也可以成功获得金属铅，且所获铅

冰铜中常见氧化铁夹杂物[28]。综上可见，蒙山
遗址内部可能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冶炼技

术，西区主要以烧结—还原熔炼法为主，东区
则以铁还原沉淀熔炼法为主。
铁还原沉淀熔炼法在我国古代应用历史

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文献中有关此法

最早的记载为清乾隆年间，且只见其被应用

于坩埚炼铅而非竖炉炼铅工艺中[29]。世界范围
内有关铁还原沉淀熔炼法应用于竖炉冶炼的

记载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冶金学家John Percy
所著的《Metallurgy of Lead》，其中详细记述
了德国Upper Harz地区18世纪冶炼工匠使用
此法从硫化铅矿石中提铅的过程[30]。19世纪以
后出版多部冶金学著作中都记载了在炼铅竖

炉中加入金属铁促进硫化铅还原[31]，并提及可

使用铁精炼渣（fining slag）、铁矿石以及焙烧
过的铅冰铜等富含氧化铁的原料代替金属铁

进行反应[32]。
18世纪以前有关铁还原沉淀熔炼法的文
献资料极为匮乏，目前只见印度14世纪文献
Dhātūtpatti对此法有过记载[33]。蒙山东区炉渣
及上饶包家遗址炉渣的冶金考古研究将此法

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大为提前，为探索这一技

术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明与传播

提供了新的材料。保守估计此区域内三处堆
积的炉渣总量可接近百万吨，所反映冶炼规

模十分可观。在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中使用铁
还原沉淀熔炼法尚数首见，而炉渣中较低的

PbO含量显示此地区工匠已经能够较为熟练
地运用此法。相对于历史更为悠久的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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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蒙山东、西区炉渣与其他多处古代银铅冶炼遗址的炉渣的SO3、PbO含量散点分布图红框
内炉渣SO3含量较低，推测为烧结-还原冶炼技术产物。蓝框内炉渣SO3含量较高，推测为铁还原沉淀熔炼法产物。

还原熔炼法，铁还原沉淀熔炼法的一大优势

是不需要对含银硫化铅矿石进行焙烧，因而

减少了银在焙烧步骤中的损失。20世纪初，冶
金学家们似乎已经取得共识，当铅矿中的银

含量较高时不宜对其进行焙烧。Heinrich
Hofman曾总结当矿石中银含量达到100盎司
每吨时（约0.28%），不宜对矿石进行焙烧，因
为这会使得大量银随着焙烧中产生的烟气流

失，从而降低银的提取效率[34]。Plattner也通过
实验证明，焙烧含银矿石粉末时银的流失量会

随着焙烧时间的延长显著增加[35]。依此看来，
不需要焙烧矿石的铁还原沉淀熔炼法在处理

含银较高的富矿时具有优势，可能成为古代工

匠选择此法进行冶炼的一个主要动因。
蒙山遗址东西区两种冶炼技术间的相互

关系目前仍不明晰。一种假设是两种技术的
使用时代有别，且两技术间存在演进与替代

关系。文献资料显示此遗址的使用时间包括
南宋与元两个主要阶段，冶炼技术可能在这

一较长时间段内由于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

产生变化与进步。尤其考虑到元代时蒙山银
场较高的白银课额，白银生产的效率也许在

这一时期变得更加重要。相比烧结—还原熔炼

法，铁还原沉淀熔炼具有明显优势，故而成为

遗址的主要冶炼技术。一个可类比的案例为
英格兰南部的德文郡（Devon）地区的银铅生
产业。13世纪晚期此地区开始使用形制较小
的敞炉（bole hearth）冶炼银铅，以木柴为主要
燃料。随着经济的发展，白银对于英国社会尤
其是王室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德文郡（Devon）
地区银铅冶炼规模与资本投入也不断加大，工

匠逐渐在15世纪末引入称为“fynyngmyll”的水
力鼓风竖炉，以利用品位更低的矿石以及重熔

早期冶炼所遗留的高铅炉渣。16世纪以后又
出现了敞炉（ore hearth）—竖炉（slag hearth）
结合的技术，将敞炉冶炼生成的高铅炉渣进

一步在竖炉中冶炼，提高冶炼效率[36]。17世纪
以后该地区开始用煤作为燃料冶炼以支持更

大规模的生产[37]。这一技术演进过程显示，同
一地区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

发展，工匠的技术选择也会相应变化。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蒙山遗址的某个历

史阶段内两种技术曾经并存。蒙山地区除了
文献记载较为详细的官营白银生产业之外还

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私营冶铸活动，尤其是

蒙山提举司裁撤以后的晚期阶段。由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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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生产管理的差异，两区域工匠的冶炼

技术选择也有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
需要依靠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发掘与年代测

定，解决两区域各炉渣堆积的形成时间问题。

四、结语

本文通过考古遗址调查与冶炼炉渣科技

分析对蒙山遗址古代银铅冶炼技术进行了研

究。根据炉渣分析结果判定蒙山遗址内部至
少存在两种不同的铅冶炼技术，西区主要使

用烧结—还原熔炼法，而东区主要使用铁还
原沉淀熔炼法。东区数量巨大的炉渣堆积显
示铁还原沉淀熔炼法至迟在元代时已在本遗

址得到了广泛应用，而选择此技术的原因很

可能是为了在处理含银量较高的铅矿石时减

少银的损失，提高提取效率。依据现有资料难
以判断遗址东西两区是否存在年代上的早晚

关系。因此要判断此两种冶炼技术是否在本
遗址存在演进替代关系仍需对几处炉渣堆积

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年代测定工作。
附记：本文为国家文物局“江西古代冶金

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编号：51704023）。 本研究得到江西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上饶县广播电视文化局的大力
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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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ncient Silver and Lead Smelting at the Shanggao Mengshan Site in Jiangxi
Liu Siran; Chen Jianli; Xu Changqing; Thilo Rehren

(Beijing 100083) (Nanchang, Jiangxi 330025) (London, UK)

Abstract: The Shanggao Mengshan site in Jiangxi was an important site for large scale silver and
lead produc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Historical sources record a great deal about the period of
its rise and fall, annual quota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t the site, but say nothing of the pro-
duction techniqu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lag produced at multiple sites around Mengshan and com-
pares it with several silver and lead production si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way, silver and lead
metallurgical techniques at the Mengshan site can be reconstructed. The area west of Mengshan mainly
used sintering-reduction smelting to smelt silver and lead deposits; the eastern side used iron reduction
precipitation smelt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iron reduction precipitation smelting method is that one can
avoid dead roasting the silver and iron ore, thus decreasing the loss of silver during this step and increas-
ing the efficiency of silver extraction. As there are presently no data to date the smelting activities of
these two areas, we are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types of techniques.

Keywords: Shanggao Mengshan site; Song Yuan period; Silver and lead smelting technology

111


